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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式”国际援助的有效性研究①

———兼论通讯基础设施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吴辉航，白玉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来帮助不发达国家脱离贫困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共同努力的目标，也是发展经济学的重
要问题。基于１９７０～２０１４年１１０个受过世界银行援助的国家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提升贫困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水平能
够有效地加快信息传递，降低受援国ＨＩＶ感染率、失业率以及辍学率，从而有效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研究为中国提
倡的“南南合作式”援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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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官方发展援助（ＯＤＡ）①来帮助不发达国
家脱离贫困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共同努力的目

标，如何提高援助的有效性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

重要问题。传统援助有效性经济学理论认为，良

好的制度是提高援助有效性的重要保障②，因此

西方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援助的同时往往要求受

援助国以本国的制度改革作为背书③。然而在这

种以治理为中心的传统理论指导下，援助的有效

性非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提升，反而使很多受援国

陷入“援助陷阱”④。近年来，“南南合作式”援助

在容许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发展国家之间通过

低息和无息的援助贷款，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来启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获

得了巨大的成功⑤。世界银行（２０１７）数据显示，
非洲地区道路基础设施覆盖率仅为３０％，而通讯
基础设施覆盖率可达到７０％，移动电话覆盖率达

到每百人 ８８个（发达国家平均为每百人 １２３
个）。通讯设施的特点决定了通信能够更加快速

普及，能给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

化，成为南方国家提高援助有效性的助推器。

“南南合作式”援助因何有效？林毅夫与王

燕（２０１６）总结了近年来“南南合作式”援助的成
功经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高援助有效性非常

重要，受援国只有优先致力于改善铁路、高速公

路、电力等传统基础设施，才能在获得发展援助后

实现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了进一步

检验受援国通讯基础设施状况改善能否提高援助

有效性，本文首次基于１９７０～２０１４年１１０个受过
世界银行援助的国家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

模型实证检验了通讯基础设施能否有效提升发展

援助有效性这一重要命题。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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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ＯＥＣＤ的定义，官方发展援助（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主要包括由政府提供的用于发展经济的赠款和（赠与成分不低
于２５％的）优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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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中国提倡的“南南合作式”援助方式①的合

理性提供有力的理论解释与实践指导，还可以为

全球国际援助体系改革提供参考。

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传统以制度为中心的援助有效性理论

发展援助是否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以及

如何提高援助有效性问题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
一直都是发展经济学中最饱受争议的主题之

一②，历经５０年的探讨后仍未有定论。在援助有
效性的基本判断上，形成两大阵营：乐观派与悲

观派。

乐观派的主要观点认为，贫困国家无法实现自

主经济增长的原因是贫困国家缺乏经济增长的初

始资本，面临“资本陷阱”问题③。因此只要通过发

展援助给予它们必要的发展资本，贫困国家就能够

独立地实现经济增长。然而现实表明，只有一部分

贫困国家在接受发展援助后摆脱了贫困，而另外很

大一部分国家依然处于贫困之中。为了解释援助

有效性的国别差异，乐观派的经济学家们通过数据

对于援助有效性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援

助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资本投入，还取决于受援助

国家的政治环境的民主程度④、国内经济政策（包

括汇率政策是否开放、贸易保护程度、国内赤字率）

和产权保护制度⑤等。同时，为了解决实证研究中

被诟病的内生性问题，后期文献也通过随机可控实

验（ＲＣＴ）、工具变量（ＩＶ）等方法来保障研究结论
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乐观派提出，发展援助是

有效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前提是需要良

好的制度作为保障。这一观点很长时间内主导了

西方主流国家、以及援助机构（世界银行、联合

国）发展援助的援助方案。援助机构为了保证发

展援助的有效性，要求发展援助资金的获取需要

以受援助国的制度改革作为背书，即发展援助应

当是“捆绑式”援助⑥。

悲观派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官方发展援助

是无效的，原因在于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是依靠

发展援助来摆脱贫困的。大量实证论文表明，官

方援助对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结果十

分不稳健，特别是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两者在统

计上并没有显著正向关系⑦。还有一部分经济学

家对于援助有效性的批评更为尖锐，认为发展援

助不仅不能给受援国带来经济增长效应，反而给

予了受援国“精神鸦片”，损害了受援国的自主经

济增长能力，使其陷入“援助陷阱”。一方面，国

家政府是援助的直接接受者，援助流向主要与财

政支出相关（经常超过总支出的一半），导致了受

援国政府只对援助机构负责而不重视本国国民的

需求，援助资金使用缺乏民众有效监督也助长了

政府腐败行为⑧；另一方面，由于援助物资稀缺性

和分配效率低下等原因，援助经常容易导致地方

冲突加剧，社会不稳定性上升，破坏正常经济

活动⑨。

（二）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援助有效性

理论

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衰退背景
下，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援助行动似乎再

次陷入了困境。世界银行２０１６年度报告数据显
示，该年提供的发展援助总金额为１６１７亿美元，
跌落到了２０１１年（１６２６亿美元）的水平，仅占到
援助国居民收入的 ０．３２％，这个数字与 ＯＥＣＤ发
达国家承诺的０．７％的目标相差甚远。与此同时，
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主动提供的发展援助资

金总额相比２０１１年却提高了两倍，而其中中国表
现尤为抢眼。习近平在２０１５年联合国大会提出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宣布中国设立“南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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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作为推进“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重要内容和先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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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基金”，首期提供 ２０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
家落实２０１５年后发展议程①。

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

援助，认为援助是互助的，而非单方面的赐予②，

这也是“南南合作式”援助的核心精神。２０１１年
联合国釜山会议文件正式将“南南合作”列为发

展合作的一种形式，通过积极引入的战略吸纳新

兴国家进入西方主导的发展援助体系，进一步丰

富和完善了现有的发展援助体系。根据林毅夫等

人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主

导的国际发展援助长期采用“发展干预主义”并

一味强调制度“软”环境的建设，忽视了以基础设

施为主的“硬实力”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

重要性。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工厂有相当低的生产

成本，无效的基础设施也使这些国家难以在世界

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③。发展中国家受限于所

处的发展阶段，普遍存在体制薄弱和治理不善等

问题，而制度的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

此，西方发达国家沉迷于干涉他国内政，寄希望于

通过改善他国的制度环境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

是不现实的。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是在容许发展

中国家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通过加大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来启动经济发展，在经济

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制度环境。传统发展援助

如果能够在受援助国家政府指导下，增加用于释

放结构转型的瓶颈的资源，特别是改善受援国的

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够在减少贫困和促进可持续

发展方面发挥效果。综上，传统西方援助体系与

“南南合作式”援助体系差异如图１所示。

图１　传统西方援助体系与“南南合作式”援助体系差异

（三）通讯基础设施与援助有效性

通讯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有直接的促进作

用。在理论上，根据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加大

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资本要素的积累就能够直

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通讯基础设施具有网络外

部性，这种外部性提高了企业和家庭的决策质量，

降低了信息成本，有利于企业之间的技术扩散和

创新，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④。

在实证上，一些学者利用全球面板数据⑤和地区

省级面板数据⑥，对两者的正向关系进行了实证

检验，研究表明在不发达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快

速普及降低了信息的获取成本，缩短了受援助与

援助者的距离，加强人们之间的援助合作。本文

区别于以上文献，更加关注通讯基础设施与发展

援助的交互经济效应，即通过发挥通讯基础设施

网络正外部性提高发展援助有效性。

具体来说，通讯基础设施的作用至少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讯基础设施减低了信息传

播成本，这不仅能够加快现有援助技术的传播，更

有利于提高新技术的普及和利用率。第二，移动

通讯直接降低了就业市场的搜寻成本，当世行援

助项目给受援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时，更多的人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具体报道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ｕｎ７０／。
平等互利原则的具体内容来自《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ＨａｒｄｙＡＰ．“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８０（４）：２７８－２８６．
Ｒ？ｌｌｅｒＬ，ＷａｖｅｒｍａｎＬ．“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１：９０９－９２３．
郑世林，周黎安，何维达：《电信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２０１４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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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够获得就业信息，从而提高社会就业水平。

第三，卫生和教育援助一直都是世行官方援助的

重点项目，移动通讯能够有效地提高卫生和教育

服务的援助效率。例如，肯尼亚女孩们通过移动

通讯可以更好的获得 ＨＩＶ的相关信息，并且获知
在哪里可以免费领到安全套；更多的适龄儿童能

够了解官方援助学校的分布，选择合适的学校接

受教育；教师也能更加便利地与学生沟通，监督学

生的学习情况。

因此，本文提出核心假说是：在通讯基础设施

越好的地区，发展援助越能达到促进地区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　数据、模型与方法
（一）模型设定

在实证模型设定方面，由于本文的主要目标

是考察不同通讯基础设施条件下援助对经济增长

的异质性作用（即援助在通讯基础设施越好的地

方是否越有效），因此在本文参考援助对经济增

长影响模型①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建立如下形

式的面板模型：

Ｇｒｏｗｔｈｉｔ＝β１Ａｉｄｉｔ－１＋β２Ａｉｄ
２
ｉｔ－１＋β３Ｉｎｆｒａｉｔ－１＋

β４Ｉｎｆｒａｉｔ－１Ａｉｄｉｔ－１＋αＸｉｔ＋γｉ＋δｔ＋εｉｔ。 （１）
其中，文章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 Ｇｒｏｗｔｈｉｔ，代表 ｉ
国家，ｔ时期人均ＧＤＰ的增长率；文章的核心解释
变量有三项，包括：（１）Ａｉｄｉｔ－１，代表 ｉ国家，ｔ－１
时期国家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净值除以国民收

入。由于考虑到援助对于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

存在滞后效应，因此在模型的设定方面我们将援

助项滞后一期处理，因此β１系数的含义为援助对
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与此同时，考虑到援助

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即

随着援助金额的上升，援助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可能会递减，因此我们引入援助的二次项

Ａｉｄ２ｉｔ－１。（２）Ｉｎｆｒａｉｔ－１代表ｉ国家，ｔ－１时期国家
的通讯基础设施情况，在文章中我们主要采用移

动电话普及率和固定电话普及率作为其代理变

量，因此β３系数的含义为通讯基础设施对于经济
增长的影响效应。 （３）最后，本文引入了
Ｉｎｆｒａｉｔ－１Ａｉｄｉｔ－１援助与通讯基础设施的交互项，

β４的期望系数为正，其含义为在通讯基础设施越
好的国家，相同的援助对于被援助国经济增长的

正向影响越显著②。

Ｘｉｔ为控制变量，代表 ｉ国家，ｔ时期其他可能
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参考Ｃｌｅｍｅ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的做法，控制变量主要包括：（１）滞后一期的人均
ＧＤＰ，用以控制经济增长的收敛效应，在经济水平
较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收敛，因此预期两

者负相关。（２）人口规模，采用国家总人口的对
数衡量，国家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只与经济的稳态

有关，而与增长速度并没有必然影响。（３）贸易，
采用出口贸易占ＧＤＰ的比重衡量，贸易对于经济
增长预期有促进作用。（４）工业化程度，用制造
业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衡量，国家制造业的
发达程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预期两者正相

关。（５）自然资源禀赋，用自然资源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

越好，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预期两者正相

关。（６）人力资本投资，用政府教育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国家经

济增长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

长期的过程，短期内人力资本投资并不必然能够

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两者的方向不确定。具体

的变量来源以及定义见表１。
本文的主要估计方式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通过控制国家的固定效应，可以剔除国家不随

时间发生改变的某些遗漏变量对国家经济增长的

影响，比如文化、风俗、地理条件的因素；通过控制

时间的固定效应可以剔除由于经济增长的某些共

有的时间趋势。此外，为了进一步考虑文章可能

依然存在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文章使用动态

ＧＭＭ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动态 ＧＭＭ方
法重点在于工具变量，在此选用主要解释变量的

滞后２期作为对应的工具变量，并将控制变量视
为外生变量。并且为了避免一阶差分广义矩

（ＤＩＦ－ＧＭＭ）较易受到弱工具变量和小样本偏误
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广义矩估计（ＳＹＳ－ＧＭＭ）的
方法。同时，对误差项进行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检

验以验证其正态分布特征，并利用Ｈａｎｓｅｎ统计量
进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检验。另外，考虑到对

４７

①

②

ＣｌｅｍｅｎｓＭＡ，ＲａｄｅｌｅｔＳ，ＢｈａｖｎａｎｉＲＲ．“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Ｈａｔｃｈ：Ｔｉｍ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ｉｄ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５６１）：５９０－６１７．

另外一种实证设定的方式，可以简单的将样本按照通讯基础设施好坏分成两组分别进行回归，但是通讯基础设施的变化在国家之

间是连续分布，简单的一份将样本分组并不能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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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国家或地区，方程中的随机扰动项之间可 能存在相关性，本文模型均在国家层面进行聚类。

表１　变量定义以及数据来源

变量 符号 变量名称 衡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
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 人均ＧＤＰ增长率 人均ＧＤＰ每年的变化

ＧＤＰｐｅｒ 人均ＧＤＰ ２００５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

解释变量

ａｉｄ 净官方发展援助 净官方发展援助除以ＧＮＩ

Ｌ．ａｉｄ２ 净官方发展援助平方项 净官方发展援助除以ＧＮＩ的平方

ｌｎ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 移动电话普及率对数 每百人中拥有移动电话的人数

ｌｎｆｉｘｅｄｐｏｐ 固定电话普及率对数 每百人中拥有固定电话的人数

控制变量

ｌｎｐｏｐ 人口 国家总人口对数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自然资源占比 自然资源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

Ｌ．ｌｎｇｄｐ 滞后一期的人均ＧＤＰ对数 滞后一期的人均ＧＤＰ对数

ｔｒａｄｅ 贸易占比 出口贸易占ＧＤＰ的比重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制造业占比 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教育支出 政府教育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中介变量

ＨＩＶ 艾滋病感染率 ＨＩＶ病毒携带者占总人口比重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失业率 失业人数占劳动力人口比重

ｄｒｏｐｏｕｔ 辍学率 青少年辍学人数占比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时间范围从１９７０年到２０１４年①，

研究对象包含１１０个目前正在接受援助国家或者
曾经接受过世界银行援助的国家②，其中３０个国家
是曾经接受过世界银行援助，但是后期由于自身经

济崛起，不再需要世界银行援助，其他８０个国家是
目前正在接受援助的国家③。除了特殊说明外，本

文的全部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

指标④（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为了剔除由
于样本值异常导致的偏误问题，文章对所有变量在

１％水平进行了缩尾处理。并在剔除了一些存在缺
失值的国家样本后，最后我们得到了３６７４个观测
值。具体的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３给出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其中在前
两列中，先考虑援助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第

（１）列中，只添加滞后期的人均 ＧＤＰ作为控制变
量，回归结果表明援助在 １％显著水平上对经济
增长存在正向关系；第（２）列中，补充了所有的控

制变量，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变化。进一步我们

根据模型１的设定，引入了包含援助与通讯基础
设施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３）、（４）列
中，核心解释变量为移动电话普及率的对数形式，

回归结果显示，援助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依

然显著，且移动电话普及率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两者的交互项分别为０．０１６
和０．０１３，在１％显著水平上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
影响。将解释变量换成固定电话普及率的对数

后，回归结果与前面一致，回归结果在控制全部控

制变量后依然稳健。控制变量的方向与前文理论

分析预测一致，不再赘述。上述结果表明，国际援

助能够显著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这种促进

作用在通讯基础设施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在拥

有更好的通讯基础设施的国家，援助对于受援助

国的经济增长正向促进作用更大。

（二）新通讯时代的援助效果

在新通讯时代，通讯基础设施对于援助有效

性是否越来越重要？回顾世界电信业发展的轨

迹，在２０００年以前，世界通信业处于行业发展的

５７

①

②

③

④

由于世界银行对外援助的窗口国际开发协会（ＩＤＡ）是在１９６０年成立的，并且其对外援助的官方数据也是从１９６０年才开始正式公布
的，因此官方发展援助的数据从１９６０年开始，但是世界银行提供的移动电话普及率是从１９７０年开始，截止目前最新的数据更新到２０１４年。

具体国家名单见世界银行网站，ｈｔｔｐ：／／ｉｄ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考虑到从来没受到发展援助的国家与接收援助的国家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差异，此部分样本并不具有参照性，因此将这部分样本删

除。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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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移动通信技术作为一种相对新兴技术普及

率并不是很高，随着民用移动通信用户数量的增

加，业务范围的扩大，有限的频谱供给与可用频道

需求递增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１９９８年，３Ｇ①合
作项目（３ＧＰＰ）正式启动。在 ２０００年 ５月，国际
电信联盟（ＩＴＵ）出台了３Ｇ技术指导性文件《２０００
年国际移动通讯计划》，于此同时各个国家开始

加大对电信基础设施的投入，配合国际电联的行

动②。在１９７０～２０１４年整个时期考察通讯基础设
施对于援助有效性作用并不能回答上述问题，有

鉴于此，本文将样本进行分组，分为行业发展早期

阶段（１９７０～２０００年）和新通讯时代（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４。

表２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 ３６７４ ２．０６２ ４．６４０ －１４．３４ ２．１８７ １６．３５
ＧＤＰｐｅｒ ３６７４ ７５７３ １３１１７ ８４．２９ １８７３ ７２１８１
ａｉｄ ３６７４ ５．３５５ ７．９９５ ０ １．５５８ ３４．９４
ｌｎｐｏｐ ３６７４ １５．７０ １．８９７ １０．９８ １５．８２ １９．２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６７４ ９．３６６ １３．１５ ０ ３．６５７ ５５．１４
ｔｒａｄｅ ３６７４ ６０．４４ ３３．４４ １１．３３ ５３．０９ １７０．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３６７４ １４．４４ ８．２２４ ０．１６０ １３．８１ ４２．８６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６７４ ４．５２４ ２．９４８ －２．８３９ ４．２５６ １５．１３
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 ３６７４ ３２．６９ ４５．０９ ０ ３．３３７ １４５．３
ｆｉｘｅｄｐｏｐ ３６７４ １４．６０ １７．４１ ０．０４８０ ６．７６１ ６１．１９
ＨＩＶ ３６７４ １．２０４ ３．１６５ ０ ０．１００ １５．７０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３６７４ ９．６２０ ７．６６４ ０ ７．３４５ ３６．９８９
ｄｒｏｐｏｕｔ ３６７４ ９．２９４ １４．６２ ０ ０ ６５．５７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援助效应

（１） （２）

移动通讯效应

（３） （４）

固定通讯效应

（５） （６）

Ｌ．ａｉｄ ０．０７７ ０．１４３ ０．０７０ ０．１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４）
ｌｎ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Ｌ．ａｉｄ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ｌｎ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 ０．３８１ ０．２８３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９）
ｌｎｆｉｘｅｄ＿ｐｏｐＬ．ａｉｄ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ｌｎｆｉｘｅｄ＿ｐｏｐ ０．７７７ ０．７６１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７）
Ｌ．ｌｎｇｄｐ －１．７５９ －１．８７４ －１．９６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１ －２．１３３

（０．１５７） （０．１７４） （０．１８１） （０．１９１） （０．１７５） （０．１８９）
Ｌ．ａｉｄ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ｌｎｐｏｐ －１．２５２ －１．２３８ －１．１７０

（０．４３７） （０．４４６） （０．４３７）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７４ ３６７４ ３６７４ ３６７４ ３６７４ ３６７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０７ ０．２２４ ０．２１０ ０．２２５ ０．２１４ ０．２２８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字为国家或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以下表格均相同。

　　从表 ４中可以看出，在行业发展早期阶段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年），第（１）列结果显示，援助对于经

６７

①

②

３Ｇ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是指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讯技术。
具体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ｔｕ．ｉｎｔ／ｅｎ／ａｂｏｕｔ／Ｐａｇ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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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并且移动电话普及

率对于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两

者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在通讯行业

发展早期，由于通讯基础设施普遍都很落后，通讯

行业对于提高援助效率影响虽然是正向的，但是

并不是十分显著。第（２）列更换被解释变量为固

定电话普及率后，结果类似。在新通讯时代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表 ３的
结果十分一致，并且两者交互项系数显著上升。

上述结果表明，通讯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规模效

应，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讯基础设施对于提高

援助效率的作用越来越强。

表４　按２０００年时间前后分组回归

２０００前 ２０００前 ２０００后 ２０００后

（１） （２） （３） （４）

Ｌ．ａｉｄ ０．０９２（０．０２４） ０．０１２（０．０３６） ０．１７５（０．０３３） ０．１３６（０．０３６）

ｌｎ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Ｌ．ａｉｄ ０．００４（０．００７） １．４３５（０．６２６）

ｌｎ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 ０．７１３（０．１２４） ０．０３９（０．４６６）

ｌｎｆｉｘｅｄ＿ｐｏｐＬ．ａｉｄ ０．０１４（０．０２５） ０．０７０（０．０２９）

ｌｎｆｉｘｅｄ＿ｐｏｐ １．３０５（０．３４８） ０．７１６（０．３８５）

Ｌ．ｌｎｇｄｐ －１．４９６（０．３０７） －１．８０４（０．３３６） －２．０５２（０．３２３） －２．４０１（０．３０７）

Ｌ．ａｉｄ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ｌｎｐｏｐ ２．５１６（０．９０３） ５．１８９（１．０５０） －４．４９６（０．９８８） －４．７０２（０．８３５）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０．０６８（０．０１４） ０．０６５（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０．０１４）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３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０．００６） ０．０４６（０．００８） ０．０４１（０．００７）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０．０１７（０．０２６） ０．１２２（０．０３２） ０．０２０（０．０２０） ０．０２４（０．０１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１０５（０．０４２） －０．０１８（０．０５１） －０．１８５（０．０５０） －０．１３２（０．０４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０５ ２１０５ １５６９ １５６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３００ ０．３６５ ０．２５７ ０．２８２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克服援助、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 ＳＹＳ－ＧＭＭ模
型，重新在动态模型中估计表３基准回归的结果，
结果见表５。其中，为满足使用 ＳＹＳ－ＧＭＭ模型
估计的前提条件，本文报告了对扰动项进行一阶

和二阶自相关检验以验证其正态分布特征。ＡＲ
（２）的Ｐ值均大于０．１，结果表明扰动项不存在二
阶自相关（可以允许存在一阶自相关）。此外，本

文还汇报了Ｈａｎｓｅｎ统计量进行工具变量的过度
识别检验，检验结果Ｐ值依然大于０．１，故检验结
果显示本模型是适合使用ＳＹＳ－ＧＭＭ方法的。

表５的三列结果分别对应表 ３的第（２）、
（４）、（６）三列。ＳＹＳ－ＧＭＭ模型估计的结果与固
定效应估计的结果十分相似，所有关键的解释变

量符号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且两个模型的估计系

数也并没有太大差异，这说明在我们的固定效应

模型设定是恰当的，文章的回归结果可靠。

表５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Ｌ．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 ０．２４６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Ｌ．ａｉｄ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６）
ｌｎ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
Ｌ．ａｉｄ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ｌｎ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 ０．３０３

（０．０５１）
ｌｎｆｉｘｅｄ＿ｐｏｐ
Ｌ．ａｉｄ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３）
ｌｎｆｉｘｅｄ＿ｐｏｐ １．４３９

（０．１１２）
Ｌ．ｌｎｇｄｐ －０．４６７ －０．７４７ －１．３５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７）
Ｌ．ａｉｄ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ｐｏｐ ０．３１３ ０．０９２ ０．２９５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９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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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１） （２） （３）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０．０９８ ０．１６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８７ －０．１２９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９６３ ０．８１３ １．１７７

（１．６３０） （０．９２９） （１．５０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７４ ３６７４ ３６７４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１ ０ ０ ０
ＡＲ２ ０．２３１ ０．４６６ ０．４８３
Ｈａｎｓｅｎ－Ｐ ０．６５２ ０．７３８ ０．７５２

　　（四）机制讨论
为了验证理论机制是否存在，本文将被解释

变量换成了艾滋病感染率、失业率、辍学率，按照

基准模型的设定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 ６。其
中，第（１）列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移动电话普及
率的对数，重点关注移动电话普及率对数与援助

的交互项系数为－０．００４，在１％显著水平上对艾滋

病感染率具有负向影响，这说明援助在移动通讯

基础设施更好的地方，能够更加有效的降低艾滋

病感染率。第（２）列将解释变量换成固定电话普
及率对数后，发现两者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说

明在降低艾滋病感染率方面，固定电话的作用并

没有移动电话强。第（３）列移动电话普及率对数
与援助的交互项系数为－０．０３５，在１％显著水平上
对失业率具有负向影响，这说明援助在移动通讯

基础设施更好的地方，能够更加有效的降低国家

失业率。第（４）列将解释变量换成固定电话普及
率对数后，发现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依然负向显著，

说明在降低失业率方面，固定电话的作用也十分

显著。最后，第（５）列移动电话普及率对数与援
助的交互项系数为－０．２９，在１％显著水平上对辍
学率有负向影响，这说明援助在移动通讯基础设

施更好的地方，能够更加有效的降低辍学率。第

（６）列将被解释变量换成固定电话普及率对数
后，发现两者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在降低

辍学率方面，固定电话的作用并没有移动电话强。

表６　机制讨论

被解释变量
ＨＩＶ ＨＩＶ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ｒｏｐｏｕｔ ｄｒｏｐｏｕ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ａｉ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３０５ －０．５７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９） （０．１９１） （０．７４１）
ｌｎ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Ｌ．ａｉｄ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５ －０．２９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７）
ｌｎ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ｐ －０．０３７ －０．２３４ －０．３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１６０） （０．３３７）
ｌｎｆｉｘｅｄ＿ｐｏｐＬ．ａｉｄ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０ ０．４４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５５８）
ｌｎｆｉｘｅｄ＿ｐｏｐ －０．１６３ －０．２９１ －０．６１３

（０．０６３） （０．２０４） （２．８４６）
Ｌ．ｌｎｇｄｐ －０．３６０ －０．３０８ １．８７１ －２．０４４ －０．３０４ －０．４４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４） （０．３９５） （０．４１２） （０．５３１） （１．６７４）
Ｌ．ａｉｄ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ｌｎｐｏｐ ０．４８１ ０．３８５ －７．８８４ －１．７７４ －３．２２３ －３．６８０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６） （０．４７７） （０．８８３） （１．０４１） （５．６７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５）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１）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３ ０．１７６ ０．１６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６） （０．１３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３４４ ０．０５０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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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卷 吴辉航，等：“南南合作式”国际援助的有效性研究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援助格局的变化对国际

发展援助理论产生了冲击，传统国际援助的衰败

与“南南合作式”援助兴起背后的经济学逻辑重

新成为了经济学界讨论的焦点。本文从发展援助

的现实背景入手，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提出通

讯基础设施能够有效提升发展援助效率的假说，

为“南南合作式”援助的成功提供了经济学解释。

本文认为中国提倡的援助模式是建立在援助国与

受援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

长补短的关系之上，这也是“南南合作”精神的核

心，从而有力地反驳了中国对外援助“威胁论”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

国要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中国的“南南合作式”国际发展援助行

动正是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好例证。

此外，中国对外援助也是“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

补充、重要抓手，是增强我国软实力、国际影响力

的重要手段。鉴于通讯基础设施对于提升援助有

效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不发达国家资金困难无

法自身克服基础设施瓶颈时，优先建设通讯基础

设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发挥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

贫困的作用。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在建造铁路、通

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施工中显示出显性比较优势，

鼓励中国向非洲等地区的受援助国家进行通讯基

础设施的投资。投资国能够在受援助国的经济增

长和市场发展中获得较高的回报，受援助国也通

过吸收投资解决了通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

问题，为实现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这不

仅有利于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赢，也将为国

际减贫事业和共同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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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某些国际组织和西方媒体对中国对外援助方式有着误解，认为以中国为首的南南合作模式，直接破坏了西方国家援助秩序，破坏

了西方推动良治、维持债务可持续性和改善治理以及社会福利的努力。这种误解的根源在于他们并没有理解中国提倡的“南南合作式”

援助背后经济学逻辑。


